从知识本位走向能力本位：大学本质的回归 

——基于政策的视角看日本大学在产学合作中的特征
丁建洋

 

摘 要：从国家政策的视角考察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大学与产业合作的发展历程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相应地大学在合作中的角色也主要呈现三个基本特征：“模仿立国”政策下的产学合作，大学以移植知识为手段；“创新立国”政策下的产学合作，大学以创造知识为目的；“能力立国”政策下的产学合作，大学以创造能力为中心。日本产学合作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在合作机制、创新机制、大学职能变迁等方面所呈现的规律性因素对我国产学合作改革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关键词：日本大学；产学合作；知识本位；能力本位

 

　　《辞海》把“产学合作”解释为“企业（产）和高等院校（学）之间基于科学研究、产品开发、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等而开展的合作活动。通常指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与以高等学校为技术提供方在技术方面的合作”［1］。据此，产学合作的类型可以分为“基于科学研究、产品开发、技术创新”的“研究性”合作以及“基于人才培养”的“教学性”合作两种类型，本研究指向前者。历史地看，研究性产学合作是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近代化的产物，因为“在原初意义上，大学被期待为重视公益、创造新知识并作为公共部门的存在，对于科学研究，旨在依赖公共费用的支援。而对于企业而言其本质乃以追求自身利益的目的而存在。所以‘产’与‘学’之间在相互关系上是利益相左的”［2］380。典型的如中世纪大学以闲逸的好奇精神守望大学，大学就是“象牙塔”。19世纪初洪堡率先把发展科学引入大学的职能时其旨趣仅在于通过对“纯粹科学”的研究促进教学、培养人才，并没有试图探索知识的实用目的抑或传播给企业。19世纪中叶以降，大学受功利主义思潮影响，特别是第二次科学革命之后，大学科学研究的兴趣就不仅限于“纯粹科学”，以20世纪初美国威斯康辛思想的出现为标志，学术的“应用性”、“产业化”理念在大学扎根。为实现学术的这一发展理念，大学与产业合作研发科学技术就成为历史的必然，而日本大学则是这一理念忠实的探索者和实践者。正如日本学者所言，“如果回顾具有100多年历史的日本大学，人们会发现几乎整个大学史上产学合作被特别有意识地推进而兴盛”［3］4 。“有意识地推进”就是指日本在世界综合性大学开创办工学院之先河，始终把产学合作作为大学办学的重要理念，所以日本大学发展史的特质就在于其与产业的密切合作。如果追溯日本一个多世纪产学合作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其经历了三次重大政策转型，大学在产学合作中的角色定位也形成了三种典型模式。

　　一、“模仿立国”政策下的大学与产业联姻：大学以移植知识为手段

　　近代以来，日本民族重视发展科学技术，从“南蛮学”的兴起、“兰学”的形成到“东洋道德西洋技艺”理念的确立等科学技术发展路径来看，“科学技术立国”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国家发展的核心战略，而且在不同时期表现出不同发展理念和政策主题，如“模仿”、“创新”等。明治维新的核心目标之一就在于发展近代科学，其主要产物——1877年成立的东京大学是“世界上最早在综合性大学设立工学院”的大学［4］，初创时期“设置的学科有化学、物理学、数学、生物学、天文学、工学、地质学、采矿冶金、造船等”［5］，近代科学，特别是工学的门类相当完备，而“当时欧美各国认为工学比法学、理学、医学低一等，明治政府却把工学放在了与理学、医学同等的地位，并通过提高高级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向民间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人员，从而促进了此后日本产业的发展”［6］。1886年颁布的《帝国大学令》提出，“帝国大学以传授适应国家需要之学术技艺并研究其蕴奥为目的”。该令第十条规定，“分科大学为法科大学、医科大学、工科大学、文科大学及理科大学”，这在制度和组织上为大学移植西方科学技术奠定了基础。对于明治维新后日本如何实现近代化、如何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问题，明治政府很明确，就是要发展西方科学技术。对于如何发展科学技术，是消化、吸收西方现成的科学技术，还是自力更生，明治领导人和明治政府提出“把学术作为产业振兴的一个方法     论”［7］9，所以“日本大学在成立之初，相对于科学研究而言，更是作为吸收欧美先进的技术并向民间进行技术转移的组   织”［3］4。

　　大学发挥技术移植的功能主要体现在大学成为国外先进技术供给和本土企业需求之间的中介，教师成为科学技术交流的载体，发挥着技术理解、技术筛选、技术应用、技术本土化的“二次创新”功能，产学合作的主要形式是教师在大学与企业之间共同研究、相互兼职以及职业流动等。“从战前的产学合作背景来看，共同研究和技术转移仅仅停留在教员个人层面上”［7］10。典型的如东芝电气的创始人之一藤冈市助是1873年创立的工学院（东京大学工学部的前身）第3期毕业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884年他师从著名电气学者埃尔顿（Ayerton）研究白炽灯，在日本进行了大量试验。为将技术产业化，他辞去教职，于1890年创立东芝公司。再如，明治时期著名学者长井长义曾赴德国研修药学，受政府号召回国后在担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同时，从1885年连续8年兼任“大日本制药公司”总工程师，“为西药的国产化发挥了极大贡献”［3］4。后来长井长义以技术支持的方式和企业家福原有信共同创办了日后声名远扬的“资生堂”化妆品公司。当然，“明治维新后产业化过程中，工学院等高等工学教育机构发挥的作用，不仅有技术的供给者，还有教授向民间企业提供建议，以及像藤冈市助那样亲自创办企业等多种形式”［2］131。日本大学在战前产学合作过程中之所以能形成以移植知识为主要功能的角色特征，从发生学上来说首先是政府政策的推动作用。政府把发展科学技术作为强国战略，把大学作为实施这一战略的有力工具，使得日本大学（主要是国公立大学）形成了在国家领导下的“国家化大学”传统。日本大学在办学上追求把德国大学的纯粹学术理念与“以应用和实用为学问的生命”［8］22的理念进行融合，既重基础又重实用、既为国家培养人才又与产业紧密合作，移植西方发达科学技术就成为发展的必然。此外，从产业发展的特点来说，制造业和加工业作为战前日本的支柱产业，对技术创新的需求比较低，大学作为引进外来文化的前沿窗口也就自然成为产业界与西方发达技术之间的桥梁。

　　二、“创新立国”政策下的大学与产业合作：大学以创造知识为目的

战后，随着日本经济的复兴，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再一次得以重视。1953年经济审议会在《关于经济自立的意见书》中提出了日本“经济自立”的目标，并首次把“科学技术自立”作为实现“经济自立”的途径之一；1958年日本政府在科学技术白皮书中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发展将“从依赖国外到自主发展”的重大战略转型；1966年创设的“通产省大学工程制度”、“科学技术振兴调整费制度”等政策把促进自主技术开发作为大学与产业合作的目标；1983年《大学与民间等的合作研究》的出台，标志着战后产学合作从非制度性的合作转向制度性合作；1986年内阁决议《科学技术政策大纲》正式确定“科学技术创新立国”目标，“发展创造性的、丰富多样的科学技术”［9］是这一政策的核心理念；同年《研究交流促进法》的颁布以及1987年内阁决议《关于产学官以及与外国的研究交流促进的相关制度运用的基本方针》的实施使得以创造新技术为主旨的产学合作在政策层面上得到有力施行，随后一些大学相继建起了与产业合作的“共同研究中心”。到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学界构建了系统的产学合作形式，如共同研究制度、受托研究制度、受托研究员制度、奖学捐赠制度、共同研究中心和公益性研究助成法人制度、企业税收优惠制度等，这些合作制度使“大学与企业形成了分栖共存的生态环境”［7］12。这些制度主要分为知识产权制度和知识转移制度两个方面。知识产权制度的核心是研究经费投资体制与知识产权归属制度，知识转移制度的核心是大学技术转移中介组织制度。这些制度的目标紧紧围绕如何促进知识的创新与转移这一主题使得“分栖”的双方实现“共存”。通过产学两界合作专利、合著论文数据的推移可再现从20世纪80年代后“创新立国”政策下通过产学合作创造的“新知识”：日本工业界研究人员发表学术论文“从1981年的3433篇论文，1994年达到10450篇论文”，其中工业界“与一位大学研究人员合著的论文则从1981年的23.1%上升到1996年的46.6%”，而且大学与企业共同研究以及大学受托研究的规模迅速扩展也可以发现产业依托大学的技术创新功能以及产学两界在合作中的互利互惠（见表1）。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日本民族特别是日本大学学习域外文化确实呈现出“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的“拿来主义”［10］向创新主义嬗变的特性。

表1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产学合作发展统计

	 
	1983
	1984
	1985
	1986
	1987
	1988
	1989
	1990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共同研究
	实施大学数(个)
	21
	35
	45
	54
	57
	76
	80
	81
	89
	--
	90
	--
	96
	--
	127

	
	实施件数(件)
	56
	160
	216
	272
	396
	583
	705
	869
	1139
	1241
	1392
	1488
	1704
	2001
	2362

	
	大学参与

研究者数(人)
	66
	184
	254
	325
	465
	700
	842
	1031
	1288
	1398
	1527
	1602
	1843
	2192
	2394

	
	大学接受总额

（亿日元）
	6.8
	7.5
	12.9
	18.4
	21.0
	25.8
	33.7
	37.5
	45.1
	49.5
	50.3
	50.3
	50.3
	54.2
	55.0

	受托研究
	大学接受总额
（亿日元）
	26.0
	28.1
	34.9
	35.5
	39.3
	41.1
	47.4
	51.7
	50.1
	53.2
	69.1
	65.7
	141.1
	232.6
	232.6

	
	实施件数(件)
	1286
	1294
	1700
	1695
	1814
	1919
	2025
	2203
	2121
	2189
	2432
	2586
	3027
	3714
	4499


数据来源：由《戦後国立大学における研究費補助》“与民间的共同研究实施状况”（表E-7）和“接受受托研究状况”（表E-8）整理而得。参见阿曽沼明裕.戦後国立大学における研究費補助[M].多賀出版,2003：403.

　　三、“能力立国”政策下的大学与产业融合：大学以创造能力为中心

日本“产学合作划时代的变革是1995年《科学技术基本法》的制定和1996年《科学技术基本计划》的施行”［7］36。《科学技术基本法》提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即“通过研究开发机构以及研究人员间的相互交流谋求研究人员等的多样性知识和能力的融合是获得创新性研发的源泉”。这是日本政府面对泡沫经济崩溃反思“迷茫的十年”后对产学合作战略的重新思考与定位——通过不同形式的合作提升研发人员的创造能力来创造引领世界的科学技术。这一转变促进了日本大学产学合作目标和制度的革命性变革——从以知识为本的合作走向以能力为本的合作，这些促进产学联合的一系列政策变革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正式开始（见表2）。从这些制度的理念与目标来看，这一时期“所有的政策和计划都强调了促进创造力提高和新产业发展的必要性”［11］，强调“产学联合根本上是人作为资产的质量的提升和创新能力的提高”［12］。从这些制度的内容来看，涉及产学合作机制的深层次问题。围绕这些理念和目标，制定了若干具有可操作性的制度和原则，为世界各国解决产学合作难题提供了新的范式。诸如能力至上合作研发原则，TLO设置制度，中小企业技术革新制度，技术研发人才和技术经营人才并重的培养制度，风险性公司培育制度，大学与企业共同培养专业学位人才制度，共同研究、委托研究相关税额控制制度，产学共同研究项目、大学教员专利转让以及大学技术风险企业设立的辅助金制度，等等。这些理念和政策不仅秉持如何生产、供给及转移技术等围绕知识运行的“知识主义”价值观，更重要的是秉持产学双边合作过程中如何生产、供给及转移研发人员创新能力的“能力主义”价值观。“能力主义”价值观突破了以往以生产、转移知识等外在性目标为导向的产学“合作”， 把提升主体即“产”和“学”机构及其研发人员的研发能力作为合作目标从而使两个主体实现了“融合”。

表2 产学合作转型期主要政策变迁

	年度
	主要政策
	促进产学合作转型的理念与核心内容

	1995
	颁布《科学技术基本法》
制定《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科学技术的振兴必须促进各领域研究开发能力的均衡发展和提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开发研究之间和谐发展，国立实验机构、大学、民间机构等之间充满活力的合作。”“通过研究开发机构以及研究者等之间相互交流谋求研究者多样性知识的融合是引发新的研究开发的源泉，而且相互交流对于研究开发效率的提高必不可少。必须制定促进通过研究者之间的交流、研究机构的共同研究开发、研究开发机构设施的共同利用等有关促进研究交流的相关政策。”规定通过五年一期的《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制定具体的促进能力提升的产学合作政策。

	1998
	颁布《大学等技术转移
促进法》（TLO法）
	推动大学设置“技术转移机构”（TLO：Technology Licensing Organization）。

	
	修订《研究交流促进法》
	提升产学等部门间研究设施的共用程度；国有土地用于产学合作的廉价使用。

	1999
	颁布《中小企业技术革新制度》
	如减免专利转让费、设置研发专项资金等经费支持，建立政府、大学、企业、担保公司等多方参与的风险分担机制，降低设立股份公司的准入门槛等。

	
	颁布《产业活力再生特别措施法》
	    通过“大学等技术研究成果的专利权以及使用专利权限的让渡”、“促进大学研发技术向民间企业转移”等途径提高企业活力。

	
	设立“日本工程教育认证委员会（JABEE）”并制定“日本工程教育认证基准”
	“日本工程教育认证基准”的核心内容是：（1）以培养工程技术人才为目标的办学理念、课程设置、学分导向、教学大纲等都应以社会需求为导向；（2）工程技术研发人才与工程技术经营人才并重；（3）鼓励大学个性化办学。

	2000
	颁布《产业技术力强化法》
	（1）认可设置TLO的国立大学的设施无偿使用许可；（2）允许大学教员在TLO、科研成果活用型企业、股份公司等校内外企业兼职。

	2001
	颁布《大学3年孵化1000个风险型公司计划》
	提出大学孵化风险型公司主要操作模式：（1）大学利用研发成果直接创办风险公司；（2）共同研究、委托研究、学生研发、利用学校设施等与大学进行技术开发合作的风险公司。

	2003
	修订《学校教育法》
	（1）创设研究生院专业学位制度，其核心是人才培养目标从过去的“研究者养成+高级专业职业人才养成”目标向“高级专门职业人才”目标转型，为此设置专业硕士和专业博士两个层次，强化人才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转移能力；（2）学部、学科设置的弹性化以适应社会、特别是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

	2004
	颁布《国立大学法人法》
	（1）教职员身份非公务员化；（2）办学经费管理的自主性；（3）批准大学向TLO出资。


资料来源：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和经济产业省网站公布的相关法律文本总结而成。

制度转型以来，以“创造能力”为中心的产学合作的显著标志是产学合作中“产”的主体和合作目标的变化。合作中产业方面的中坚力量从过去的以大企业为中心逐渐转化为与地域关系紧密的中小企业、特别是风险型中小企业为中心，合作的主要目标就在于提高这些企业的研发能力和抗风险能力。为了达成这些目标，从合作的具体内容来看，“研究成果的早期达成”、“人才的活用”、“信息的获得”等成为合作的主要倾向。日本学者马场靖宪等以东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学院、医学院的科研人员为对象所进行的调查充分反映了政策变化后产学合作对象和合作主题的显著变化（表3、表4）。而产学合作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的一个显著特征是企业不仅获得新技术，更重要的是“所派生的学习能力的提升，提高企业对科学论文等所包含的科学发现和科学知识的接受能力，以及通过组织之间的合作提高了利用其他组织或媒体所传播的信息的能力”［3］67。其具体表现：其一是提高企业识别科学知识应用性价值的能力；其二是把基础科学知识转移到应用性知识的能力；其三是实现知识生产的早期化能力。这就是在NISTEP（日本科学技术政策研究所）的调查中为什么大量企业经营者并不对大学的专利技术感兴趣的原因。

表3 东京大学与产业具有合作关系的教员比例（%）

	 
	1998
	2003
	增长率

	与国内大型企业合作
	65
	79
	21.5

	与国内中小型企业

（含风险型企业合作）
	30
	51
	70


数据来源：日本学者马场靖宪等在2003-2004年间以东京大学工学院、生物学院、医学院的教员为对象进行的调查。该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402份，其中“大型企业”系指从业人数超过300人的企业，300人以下的称为“中小型企业（含风险型企业）”。参见馬場靖憲，後藤晃.産学連携の実証研究[M].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22.

 

表4 东京大学教员以合作主题为重要因素的选择比例（%）

	 
	国内大型企业
	国内中小型企业
（含风险型企业）

	获得研究资金
	51
	32

	研究达成的早期化
	31
	39

	研究设备的利用
	13
	9

	人才的活用
	17
	26

	信息的获得
	24
	23


数据来源：馬場靖憲、後藤晃編.産学連携の実証研究[M].東京大学出版会,2007：24.

　　一般而言，从大学向企业的技术转移，诸如产品新思想、专利等比较容易，而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其前提是首先需要提升大学自身的创新能力。所以，大学如何提升研究人员的创新能力成为日本大学在产学合作制度转型后首先面临的难题。日本学者马场靖宪等以“光催化剂”研究领域为案例进行了深入研究。该项研究把日本学者和企业研究人员共同在该领域申请的专利数、SCI的论文数和被引用数等作为指标进行统计分析后发现两个重要结论：第一，通过产学合作的大学发表共著论文的数量远远超过共同申请专利的数量，“通过共著论文的产学合作与通过共同申请专利的产学合作对大学科研都具有重要意义，但通过共著论文的效果明显得到提高。特别是把被引用次数作为变数时，其差异性更加显著，也就是说，通过共著论文产学合作的成效明显提高，而通过共同申请专利的产学合作的价值呈下降趋势。……所以，就对大学科研的影响来说，相比较共同专利而言，共著论文对大学科研的影响力更高”［3］116-117。第二，通过论文所包含的应用性成果体现论文的应用性，“光催化剂”研究领域通过产学合作所发表的论文“不仅提高了光催化剂研究在基础领域的发展，而且与推进在除臭、防污、防腐等使生活空间舒适的适应企业需求的应用研究方面有机结合起来”［3］114-115。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出，大学在产学合作中需要提升的创新能力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基于“应用论”即根据企业需要而决定生产什么知识；其次是基于“认识论”即科学的逻辑决定如何生产知识；再者是基于“应用论”和“认识论”的双重目的实现知识的早期化应用，三方面归结到一点可以称之为科研定位的“巴斯德象限”能力①。

　　四、日本产学合作历史演化的结论与启示

　　（一）日本“产”“学”两界何以能够合作

　　“产与学两个不同领域在本质上是制度与文化的不同”［7］28，大学的天性是培养人才和发展科学，企业的天性是面向市场开发技术，“产”与“学”的不同属性决定了两个部门的边界。从日本产学合作发展历史来看，以政府为主导，“产”、“学”、“政”三者在博弈的基础上形成的制度性契约即政府政策从根本上推动了产学合作机制的形成和变革，而制度背后是民族文化所支撑的基础性力量。大学科学研究、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社会需求而形成服务社会的大学文化；企业注重研发投入，把知识作为第一生产力，不断提高产品的科技含量，通过产学合作不断提升自身研发能力的企业文化；政府把科学技术作为强国的核心战略，强调制度建设以及积极推动国家和区域知识创新体系构建的制度文化，这些文化背景促成了日本“产”“学”两界长期而富有成效的合作。

　　（二）日本产学合作何以能够促进创新

熊彼特(J.A.Schumpeter)在其巨著《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资本主义经济特别是19世纪末期美国经济的强劲发展源于“生产要素的新组合”［13］。“新组合”在本质上就是建立一种新的生产函数，把一种过去没有或未曾利用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引入了生产体系。如果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来看，日本通过产学合作构建的国家创新体系在本质上恰恰就是通过学术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实现了学术生产力的发展。产学合作之所以能够促进知识创新就在于不同性质组织间外部性的学术交往不仅推动科学研究从“基础”向“应用”方向延伸，也推动科学研究从“应用”向“基础”方向延伸，日本学者中山茂对日本发展科学技术的这一特点进行了直观阐释（见图1）［14］。如果运用司托克斯的象限理论来解读，其实质就是“象限”内外部的漂移。所以，在产学合作过程中大学通过参与企业的应用研究逆向地提高大学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能力，与此同时大学在基础科学方面的研究能力和取得的成果也顺向地促进了企业和大学自身的应用研究能力，从日本大学不断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和获取大量专利可以证明这一判断。因此，日本紧密的产学合作科技体制或许可以成为破解“日本科学迷思（myth）”①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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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日本创新工艺学流程图

 

　　（三）日本大学在产学合作中的角色何以能够不断飞跃

　　从日本产学合作的演化历程来看主要有三方面原因：第一，从企业方面来说，大学的角色变迁根本上是企业需求的反映。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企业研发能力的薄弱决定了企业的知识需求，决定了大学与企业合作的知识本位。当企业积累了大量科研资源之后，面临的难题是如何把基础科学的成果运用到开发研究上来，核心问题便成为解决企业“研究什么”和“如何研究”即提升企业研发能力的课题。第二，就政府来说，政府希望作为国家创新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不仅发挥“认识”上的功能，保持国家基础研究的优势，同时又发挥“应用”上的功能。这一点可以从日本政府对大学科研经费投入战略来分析。日本大学政府科研经费投入的最大特点是“均等”与“竞争”并行的机制，“均等”是指日本建立近代大学制度以来一直秉持着以“教官积算校费”为主要资助项目的“从文部省到讲座”的科研经费拨款方式，这种拨款方式对于“最坏的科研人员和最坏的大学与最好的科研人员和大学得到同样多的资助”［15］,这种公平分享的民主倾向经费配置方式可以让科研人员主要基于“认识论”进行基础性的长线课题研究。“竞争”是指政府以“科研费”为主要项目按照竞争的方式对大学科研进行资助。从“科研费”的演变历程来看，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项目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第三，从大学本身来说，对于“知识”与“能力”两者大学究竟应该为企业提供什么？从“引进知识”到“创造知识”再到“创造能力”的演进实际上是大学不断回归本质的过程，而“创造能力”就是弗莱克斯纳为人们总结出的大学服务社会的经典范式——“巴斯德式的服务”即“真正学术性的、科学的、适度的服务”。

    （丁建洋，盐城工学院讲师，江苏盐城   224300；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博士生，江苏南京   210093；日本同志社大学社会学研究科访学博士生，日本京都   6028580）

    （本研究得到导师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王运来教授和日本同志社大学社会学研究科冲田行司教授的指导，在此深表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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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理解“巴斯德象限(Pasteur’s Quadrant)”能力有三个要点：第一，何谓“象限理论”？人们通常把以赫胥黎(J.Huxley)、贝尔纳(J.Bernal)、布什(V.Bush)等为代表所提出的科学研究分类方法称为“布什范式”。“布什范式”的主要特征是以认识论为标准把科学研究主要分为“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三类，这在本质上是一种线性思维方式。针对科学研究取向的复杂性，美国学者司托克斯(D.E.Stokes)提出的“象限理论”不仅指向技术层面对科学研究如何进行分类和定位，更重要的是一种科研分类和定位的哲学思想，就分类而言把科学研究主要基于“两种目的”——“认识”与“应用”而引发的多种可能用“象限四重图”来表示。第二，“巴斯德象限”的研究源于法国科学家巴斯德所做的如牛奶杀菌试验等数项研究，这些研究“既寻求扩展认识的边界，又受到应用目的的影响”，所以该象限的研究是两个目标不断互动的结果。第三，所谓“巴斯德象限”能力是指组织和个体把科学研究定位于“巴斯德象限”的战略取向与具体行动策略的能力。
① 很多人把日本长期以来没有重视基础研究但创造了尖端技术的科技发展现象称为“日本科学迷思”，事实上许多世界著名科学家，如李政道等对日本长期以来重视基础科学研究的史实已经进行了考证。以笔者对日本获诺贝尔奖科学家的初步统计分析为例。从1949年获得第一个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到2010年日本已有15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这些获奖科学家的教育、科研训练以及获得诺奖部分的研发工作基本都是在日本本土完成（其中1987年生理医学奖得主利根川进、2008年物理学奖得主南部阳、2010年化学奖得主根岸英一获得诺奖的研发工作系在海外完成）。笔者认为就大学科研而言，日本特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教育内外部因素所促成的日本大学科研定位的“巴斯德象限”取向可以解释日本科学技术发展的这些现象，其中产学合作机制便是这一取向促成的主要运行机制。
